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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扩大进口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减少贸易摩擦和提升企业绩效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进口决策模型, 构建目的地出口潜力和企

业进口能力等指标, 利用 2001—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等数

据,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比例风险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和机制分析。 研究结果表

明: 异质性企业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根据自身进口能力调整进口策略, 企业会优先从

最具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的国家 (地区) 进口, 能力强的企业会逐步扩展进口边际;
我国企业进口以技术寻求为导向, 从出口潜力高的国家 (地区) 进口可以促进企业

创新并形成后发优势, 提升企业竞争力; 企业进口的扩张可以提升企业的短期出口稳

定性和长期出口竞争力。 因此, 我国政府可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 进口博览会等国

际合作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进口机会, 进而实现高水平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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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主动扩大进口是中国在新时代建设开放型经济、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0 中国进口发展报告》 指出, 积极

扩大进口是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途径①。
“十四五” 规划也明确提出扩大进口对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作用, 扩大高质量产

品进口有助于驱动内外循环。 因此, 中国企业扩大中间品进口的路径和机制已成为

当前政府和学界亟需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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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国际贸易研究更多关注企业的出口行为, 在出口与进口两个方向上的发

展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 (Antras
 

et
 

al. , 2017) [1] 。 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站在出口的

角度, 基于企业的异质性将国际贸易研究对象从产业层面推进到企业层面。 以

Melitz (2003) [2] 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基于企业生产率差异研究企业出口

决策行为。 此后, Bernard 等 (2003) [3] 、 Yeaple (2005) [4] 将企业异质性、 要素

禀赋、 不完全竞争等因素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Bernard 等 (2010a) [5] 进一

步将研究拓展到多产品层面, 解释了企业在产品之间的资源配置与优化问题, 进一

步将企业间资源重置效应拓展到企业内资源重置效应。 沿着微观异质性这一发展脉

络, 结合企业出口表现、 国际市场环境等因素, 出口端的贸易理论模型取得了重大

突破。 然而, 对进口贸易的研究一直没有形成与出口相匹配的统一理论模型, 原因

在于企业向各国出口销售产品的决策是相对独立的, 而站在中间品进口的角度, 企

业每一个进口决策都影响其边际生产成本。 因此, 企业在各国的进口决策是相互影响

的, 这使得进口理论模型远比出口理论模型复杂, 从而形成二者在理论发展上的不

同步。
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 中间品进口是企业全球采购的重要渠道之一。 有关进口

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间品进口的经济效果。 Grossman 和 Helpman (1991a) [6] 最

早提出进口中间品和本国中间品可互相替代, 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可以通过技术溢

出实现本国企业产出的增加, 其效果要比使用国内中间品更显著, 这种技术溢出效

应随后得到了理论上的证明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b) [7] 。 此后, 有关研究

将技术溢出的实现机制具体分解为产品种类机制和产品质量机制两类。 产品种类机制

是指本国和进口中间品的不完全替代性, 企业可通过进口增加其使用中间品的种类,
由此为技术进步提供更多可能 (Keller, 2000[8] ; Halpern

 

et
 

al. , 2015[9] ); 产品质

量机制是指企业进口包含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高质量产品, 可以通过模仿学习形成后

发优势, 实现自身的技术进步 (Blalock
 

and
 

Veloso, 2007) [10] 。 结合高维度微观数

据, 国内外学者针对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 一类文献主要

考察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学者分别使用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数据, 验证了中间品进口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 Gopinath
 

and
 

Neiman,
2013[11] ; 张杰等, 2015[12] ); 另一类文献引入贸易自由化、 国际价值链、 行业特

征等因素, 细化了中间品进口与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 ( Amiti
 

and
 

Konings,
2007[13] ; Goldberg

 

et
 

al. , 2010[14] ; 李平和姜丽, 2015[15] ; 黄新飞等, 2018[16] )。
除了研究企业进口行为的经济效果, 学者们还从信息不对称 (刘斌和赵晓斐,

2020)[17] 、 融资约束 (魏浩等, 2019)[18] 、 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 (Tian
 

and
 

Yu,
2019[19] ; Antras

 

et
 

al. , 2022[20] )等方面研究企业进口决策及动因。 在理论模型方面, 关

于企业中间品进口决策的研究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 Antras 和 Helpman (2004)[21] 结合

Melitz (2003) 的模型研究了企业关于中间品是自主生产还是外部采购的决策问题,
发现企业生产率影响企业进口决策; 第二类, 一些学者通过拓展 E-K 模型 (Eaton

 

and
 

Kortum, 2002) [22] 研究企业离岸外包与中间品进口的福利影响 ( Rodríguez -
Clare, 2010) [23] 。 Antras 等 (2017) 综合两类文献的模型, 构建了一个多国家企业进

口决策理论框架, 刻画了企业基于自身生产率和进口来源国因素的进口行为。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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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研究中, 探索发展中国家企业中间品进口路径和机制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进口决策模型分析中国企业的最优进口决策和机制, 使用

2001—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最新数据, 结合企业类型、
行业等控制因素探讨了我国企业扩大进口的路径和策略, 并进一步揭示扩大进口对

我国企业能力提升的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本文借

鉴 Antras 等 (2017) 的进口决策模型, 综合考虑发展中国家技术、 要素成本、 距

离等因素差异, 发现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进口决策以及进口来源地的最优选择可促进

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的提升, 从而实现后发优势, 这为研究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企业扩大进口的路径优化、 最优策略选择及其两者背后作用机理提供了更为真实可

靠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 本文的实证研究通过合理的估算克服数据缺失等问题,
构建企业进口能力和来源地出口潜力等新的指标以体现各来源地进口决策的关联

性, 克服了现有实证研究基于相互独立的进口决策围绕企业进口和生产率关系进行

简单验证的不足, 对企业进口的实证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 第三, 本文聚焦发展中

国家视角, 探究企业进口决策与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关系, 并进一步分析了进口决

策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 丰富了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采购中间品进行生产优化的

研究内涵, 为我国全面扩大进口政策的合理设计提供理论参考。

二、 理论模型

(一) 模型设定

1.
 

需求与最终产品市场

本文基于 Antras 等 (2017) 的研究, 建立异质性企业全球采购模型。 假设世

界包含 J 个国家, 国家 i ∈ J 的消费者消费一系列最终产品的效用函数为常替代弹

性的 (CES) 效用函数:

Ui =( ∫
ω∈Ωi

qi(ω) (σ-1) / σdω) σ / (σ-1) , σ > 1 (1)

其中, Ωi 代表国家 i 最终产品市场可选择的产品集合; σ 代表产品间替代弹性。
国家 i 的消费者对产品 ω 的需求函数为:

qi(ω) = E iPσ-1
i pi(ω) -σ (2)

其中, pi(ω) 代表产品 ω 的价格; P i 代表价格指数 ( Dixit
 

and
 

Stiglitz,
1977) [24] ; E i 代表国家 i 最终产品市场的总消费。

2.
 

生产与中间品市场

国家 i 有 Ni 个异质性企业, 其差异表现为生产率 φ 的不同。 与 Melitz (2003)
的研究一致, 企业生产率由连续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gi(φ) 和累积分布函数 G i(φ)
决定。 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需求, 其价格为工资水平 w i, 每个企业基于

式 (2) 所给需求只生产一种差异化产品, 由此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生产最

终产品需要投入一系列的中间品 v ∈ [0, 1] , 中间品相互不完全替代, 替代弹性

为 ρ 。 假设中间品可在各国间自由贸易, 则均衡条件下企业将选择从生产成本最低

的国家进口对应中间品 (除非本国的生产成本最低)。 在进口决策过程中, 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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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来源国的成本优势和进口带来的固定成本及冰山运输成本间进行权衡。 由于本

文模型主要研究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的作用, 故不考虑最终产品国际贸易的影

响。 基于上述设定, 国家 i 的企业 φ 对中间品 v 的成本可表示为:
zi(v, φ; Ji(φ)) = min

j∈Ji(φ)
{τija j(v, φ)w j} (3)

其中, Ji(φ) 代表企业 φ 的进口来源国集合; a j(v, φ) 代表企业 φ 所需中间品 v
在国家 j 的劳动需求; τij 代表从国家 j 进口到国家 i 必须付出的冰山运输成本 (τij >
1) ; w j 代表国家 j 的工资水平。 由此, 企业 φ 生产一单位最终品的边际成本为:

ci(φ) = 1
φ

(∫
1

0

zi(v, φ; Ji(φ)) 1-ρdv) 1 / (1-ρ) , 0 < ρ < 1 (4)

根据 Eaton 和 Kortum (2002) 的模型中的 Fréchet 分布①
, 当所有中间品 v 的进口决

策满足式 (3) 的最优化条件时, 来自国家 j 的进口在国家 i 企业 φ 的总进口中占比为:

χ
ij(φ) =

T j(τijw j)
-θ

Θi(φ)
(5)

其中, T j 代表国家 j 的技术水平; θ 代表国家间差异程度, θ 越小, 国家间差异

越大, 即各国成本的分布梯度更显著; Θi(φ) = ∑
k∈Ji(φ)

Tk(τikwk)
-θ 代表企业 φ 的进口

能力; T j(τijw j)
-θ 代表国家 j 的出口潜力。 可见, 国家 j 的技术水平越高, 要素成本

越低, 或与国家 i 的贸易成本越低, 都会使其对国家 i 的出口潜力增加。 由此, 式

(4) 中的边际成本可表示为:

ci(φ) = 1
φ

(γΘi(φ)) -1 / θ (6)

其中, γ =[Γ(θ
+ 1 - ρ
θ

)] θ / (1-ρ) , Γ 是伽马函数, 进而可得企业 φ 的利润函数:

πi(φ) = φσ-1(γΘi(φ)) (σ-1) / θB i - w i ∑
j∈Ji(φ)

fij (7)

其中,Bi =
1
σ

( σ
σ - 1

)1-σEiPi
σ-1; fij 代表国家 i 的企业从国家 j 进口所需支付的固定

成本, 用劳动力需求表示。 由此, 企业的最优化问题实际上是在国家全集 J 中确定自身

进口策略子集 Ji(φ) 的过程。 本文用 Iij(j = 1, 2, …, J) 代表国家 i 的企业在 j 国的进

口决策: 如果从该国进口则 I=1, 否则 I=0。 则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可表示为:

max
Iij∈{0, 1} J

j = 1

πi(φ, Ii1, Ii2, . . . , IiJ) = φσ-1(γ∑
J

j = 1
IijT j(τijw j)

-θ) (σ-1) / θB i - w i∑
J

j = 1
Iij fij

(8)
(二) 企业进口的意义与策略

本文理论分析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即 (σ - 1) / θ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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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Fréchet 分布 Pr [αj (v, φ)≥α] =e
-Tjα

θ
引入企业中间品进口效率 1 / αj (v, φ)。



Grossman 和 Maggi (2000) [25] 、 Costinot (2009) [26] 通过对国际贸易进行比较静态

分析, 充分论证了国家之间互补性关系的存在, 故该假设符合国际贸易现实①。 其

合理性在于: 一方面, 较小的 θ 体现了各国能力的异质性, 中间品市场上成本的梯

度分布保证了企业在进口选择时有显著的偏好, 这也符合目前世界市场的基本特

征; 另一方面, 较大的替代弹性 σ 保证了企业对成本变化的敏感性。
由式 (8) 可知, 均衡状态下企业利润的重要决定因素是生产率 φ, 企业根据

生产率 φ 确定其进口策略集合 Ji(φ), 决定了其进口能力 Θi(φ) 。 为研究企业生

产率与进口能力之间的关系, 假设有生产率为 φH 和 φF (φH > φF) 两家企业分别在

最优进口策略集合 Ji(φH) ≠ Ji(φF) 上进行生产, 此时, 两家企业的利润函数满足:
πH

i (φH, Ji(φH)) > πH
i (φH, Ji(φF))

πF
i (φF, Ji(φF)) > πF

i (φF, Ji(φH)){ (9)

将式 (9) 的两个不等式相加, 并把式 (7) 代入后移项可得:
(φH

σ-1 - φF
σ-1)[Θi(φH) (σ-1) / θ - Θi(φF) (σ-1) / θ]γ(σ-1) / θB i > 0 (10)

当 φH > φF 时, 必有 Θi(φH) > Θi(φF) 。 由此得出企业进口能力 Θi(φ) =

∑
k∈Ji(φ)

Tk(τikwk)
-θ 随企业生产率的增大而增大, 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获取的进口能力

越大。
较高的生产率允许企业通过两种方式提升自身进口能力: 提高来自更发达国家

市场的进口份额 (提升集约边际) 或选择更多的进口市场 (提升扩展边际)。 接下

来, 本文进一步分析企业生产率与进口策略集合 Ji(φ), 即扩展边际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互补的条件下, 对国家 i 的企业而言, 外国 j, k ∈ J 的能力差异 (Iij, Iik) 以

及企业对出口目的国 j 的偏好都呈现显著的梯度分布。 因此, 在所有可能的进口策略

组合 Iij ∈{0, 1} J
j = 1 中, 企业利润 πi(φ, Ii1, Ii2, …, IiJ) 也表现出单调变化的偏好

差异, 根据单调性定理, 生产率 φH > φF 的两家企业在进行出口决策时必有 Iij(φH)
≥ Iij(φF), j ∈ {1, 2, …, J}, 即 Ji(φF) ⊆ Ji(φH) 。 由此得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

φH 的进口策略集合 Ji(φH) 包含生产率较低的企业 φF 的进口策略集合 Ji(φF), 即生

产率更高的企业有能力从更具有优势的国家进口, 从而提升其扩展边际。
上述分析给出了企业生产率、 进口策略集合和进口能力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在进口视角下, 企业生产率对其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表现为: 生产率为 φH > φF 的两

家企业分别选择 Ji(φF) ⊆ Ji(φH) 的进口策略集合, 这里设 Ji(φF)= J, Ji(φH)= (J
∪ j), 则两家企业的利润差为:

πi(φH) - πi(φF) = φσ-1γ(σ-1) / θBi[Θi(J ∪ j) (σ-1) / θ - Θi(J) (σ-1) / θ] > 0 (11)
由此得出更高的生产率允许企业拓展进口策略集合 Ji(φ), 通过增加其进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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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其理论基础, 一方面, 基于企业成本函数中进口决策相互关联的本质特征, 以该不等式为条件, 进

口扩展边际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会表现出进口来源国之间的互补性, 因为增加新国家进入进口策略集合并不会

损害企业已有进口决策带来的收益, 而是增加总利润, 说明进口来源国之间是互补的;
 

另一方面, 该不等式

也服务于模型的实证估计, 是串联理论求解与实证估计的重要假设。



Θi(φ), 最终实现企业整体生产运营能力的提升。
企业选择参与进口的程度取决于生产率 φ 。 扩大进口对企业的促进机制表现

为: 当企业有能力在出口潜力为 T j(τijw j)
-θ 的各出口国间进行选择时, 企业会选择

出口潜力最大的出口国使自身获取的进口能力最大化, 最终实现生产运营能力的全

面提升。 企业在利润增加后, 会有资源和动力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 对我国

企业而言, 选择进口来源国时主要在技术水平 T 和要素成本 w 之间进行权衡, 我

国经济在度过高速稳定增长期后, 已进入了要求高质量增长的阶段, 国家出口潜力

的主要差距体现在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 T 的差异上。 企业进口能力的提升,
得益于企业进口策略集合的扩大, 企业吸收高质量、 高技术含量的进口中间品, 对

企业自身创新与技术升级具有积极作用。 因此, 本文认为进口技术是我国企业提升

自身能力的主要方式。 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 企业获取的进口能力越强, 其生产能力提升越大。
假说 2: 企业获取的进口能力越强, 其技术水平提升越大。
前文分析表明, 企业生产率越高, 其获取的进口能力越强, 进口策略集合越

大, 全球进口布局范围越广。 企业进口能力越强, 越能负担由地理条件以及贸易壁

垒等因素带来的进口额外成本, 越能从更大的进口策略集合中选择出口潜力高的国

家进行进口。 在我国企业进口技术的主导战略下, 发达国家的出口潜力更高, 故企

业会更多选择从欧美等发达国家进口。 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3: 进口能力越强的企业从出口潜力高的国家进口越多。
假说 4: 进口能力越强的企业从发达国家进口越多。

三、 数据与变量

(一)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 国家统计年鉴和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Comtrade)。 企业层面样本包含 2001—2013 年中国进出口

企业的全部财务和贸易信息。 其中,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统一收集, 包括

企业的注册信息、 生产销售和资产负债表相关信息; 中国海关数据库由海关总署统计,
包括企业产品 (HS8 位码) 的进出口数量与金额、 运输方式、 贸易方式和贸易目的地

等相关信息。 为实现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 HS 编码转换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进行匹配, 得到从事中间品进口的制造业企业样本, 符合理论模型假设①。 另

外, 按照现有文献一般的处理方法, 剔除以下观测样本: 主要变量缺失或者小于 0
和雇员小于 10 人的企业; 不符合一般会计准则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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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HS 编码在 2002 年、 2007 年和 2012 年进行调整, 遵照国际编码法则, 本文将 2002 年、 2007 年和
2012 年的 HS 编码转换为 1996 年 HS 编码。 在此基础上, 再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
配: 按照企业名称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法人单位名称进行匹配; 对于没有匹配的企业, 尝试采用企业
电话、 邮政编码等多个企业特有属性同时匹配, 上述信息全部相同的企业即可认定为同一家企业; 按照海关
的贸易方式代码保留中间品进口贸易, 并删除无法匹配的样本。



(二) 变量设置

1.
 

出口潜力

根据理论模型, 对国家 i 的企业 φ 而言, 国家 j 的出口潜力为 T j(τijw j)
-θ 。 需

要注意的是, 其中技术水平 T j 、 冰山成本 τij 和国家差异度 θ 均难以测量且存在系

统误差。 因此, 本文参考 Antras 等 (2017) 的估算方法, 设本国出口潜力为 1, 并

将外国中间品进口占比 χ
ij 与本国中间品使用占比 χ

ii 取对数后作差, 最后把式 (5)
代入可得:

logχ ij(φ) - logχ ii(φ) = logξij + logεij(φ) (12)
其中, χ

ij 是来自国家 j 的中间品进口占国家 i 企业全部中间品使用的比例, χ
ii 是

来自本国的中间品使用占企业全部中间品使用的比例, ξij 是国家 j 相对于国家 i 的
出口潜力, εij(φ) 是对企业 φ 而言出口潜力的测量误差。 运用式 (12) 对从国家 j
进口中间品的所有企业进行求和, 并参考 Antras 等 (2017) 的研究, 假定各企业

的测量误差相互抵消, 从而得出国家 j 相对于本国的出口潜力:

∑ φ
[logχ ij(φ) - logχ ii(φ)]

n
= logξij (13)

2.
 

进口能力

企业的进口能力由公式 Θi(φ) = ∑
k∈Ji(φ)

Tk(τikwk)
-θ 给出, 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本文以企业从相应国家进口占该企业总中间品进口的比例为权重, 对企业全部进口

来源国的出口潜力加权后求和, 得到企业的进口能力:

Θi(φ) = ∑
k∈Ji(φ)

IMik

IMi
ξk (14)

其中, i 代表本国, IMik 代表来自 k 国的进口额, ξk 代表国家 k 的出口潜力。
3.

 

企业能力

生产能力。 衡量企业生产能力的核心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 (TFP)。 本文采用以中

间品投入为代理变量的 LP 法测量 TFP (Levinsohn
 

and
 

Petrin,
 

2003)[27] 。 由于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 2008—2013 年的中间品使用量数据存在缺失, 本文采用以下方法克服该数

据质量问题。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的视角, 使用中间品=工业总产出× (主营业务成本 / 主
营业务收入) -本年折旧-职工薪酬的方法对中间品数据进行估算 (余淼杰等,

 

2018)[28] 。 其中, 2008—2010 年缺少本年折旧、 职工薪酬数据,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两位

行业代码的行业平均折旧率和平均工资, 乘以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和员工人数进行估

算①。
 

除生产率以外, 本文还采用企业工业总产出 (output) 来衡量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的综合能力, 研究扩大进口对于企业后续生产经营的作用。
技术水平。 衡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包括企业研发的投入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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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检验该估算方法的可靠性, 本文对 2001—2007 年间有中间品投入数据的年份使用相同方法进行估计, 估计

值和真实值比值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在 1 附近, 证明该估计方法具有可靠性。



(Yi
 

et
 

al.
 

,
 

2013) [29] 。 一方面, 研发投入反映了企业吸收进口先进技术并进行再

创新的能力; 另一方面, 企业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志着研发投入成功转化为有效产

出, 反映了企业研发的效率。 因此, 本文采用企业财务报表列示的研发投入

( rdexp) 和无形资产 ( intast) 两个指标衡量企业的技术水平。
4.

 

进口策略

进口策略指企业在国家集合 J 中选择最优进口国组合 Ji(φ) 的决策过程。 本文使

用企业的进口来源地数量衡量企业的进口规模 (imn) (Antras
 

et
 

al. , 2017), 并进一

步考虑有限的进口规模条件下企业对不同类型来源地的偏好, 在以技术寻求为主导的

假设下, 分别使用企业从进口来源地出口潜力前 5 名进口的贸易额 ( imtop5)、 前 10
名进口的贸易额 (imtop10) 和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贸易额 (imdeveloped) 进行估计。

5.
 

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文献 (谢谦等, 2021[30] ; 魏浩和李晓庆, 2019[31] ), 本文的控制变量

包括: 企业规模 (size), 以企业总收入来衡量; 企业年龄 (age), 以企业已生存年

数来衡量; 企业资本密度 (kl), 以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的比值来衡量; 企业属性,
分为国有企业属性 (state) 和外资企业属性 ( foreign)。 另外, 本文使用地区 (2 位

省份代码)、 年度和行业 (SIC-2 位) 虚拟变量来控制地区 (市场化程度、 政策差异

等)、 时间 (宏观经济、 宏观政策等) 和行业 (产业结构、 要素密度等) 的影响。 表

1 报告了相关变量的符号、 名称和定义说明, 并提供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c 进口能力 由理论模型计算的企业进口能力 0. 854 0. 043 0. 771 1. 35

TFP 全要素生产率 LP 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10. 448 1. 344 1. 425 17. 644

output 工业总产出 工业产出额, 取对数 11. 302 1. 481 2. 303 19. 267

rdexp 研发投入 财务报表列示研发投入, 取对数 6. 584 2. 304 0 15. 782

intast 无形资产 财务报表列示无形资产, 取对数 7. 385 2. 164 0 15. 957

imn 进口规模 进口来源地数量, 取对数 0. 898 0. 847 0 3. 738

imtop5

imtop10

imdeveloped

进口额

从出口潜力前 5 名来源地的进口额, 取对数 7. 219 2. 811 -5. 084 18. 021

从出口潜力前 10 名来源地的进口额, 取对数 7. 254 2. 879 -5. 084 18. 119

从发达国家的进口额, 取对数 6. 926 2. 964 -5. 084 17. 571

size 企业规模 企业收入规模, 取对数 11. 282 1. 462 0 19. 284

age 企业年龄 企业持续经营年数, 取对数 2. 920 0. 346 1. 609 7. 61

kl 资本密度 固定资产与劳动投入比值, 取对数 4. 089 1. 427 0 14. 361

state 国有属性 国有企业取 1, 否则取 0 0. 014 0. 118 0 1

foreign 外资属性 外资企业取 1, 否则取 0 0. 239 0. 426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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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分析

(一) 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首先, 为检验企业扩大进口对企业

能力的影响 (假说 1 和假说 2), 设定计量方程:

Ait = β0 + β1 icit -1 + αxΩit -1 + γi + ηindustry + ηdistrict + ηyear + εit -1 (15)

其次, 为检验企业该如何在各国间配置进口策略 (假说 3 和假说 4), 设定计

量方程:

importit = β0 + β1 icit -1 + αxΩit -1 + γi + ηindustry + ηdistrict + ηyear + εit -1 (16)

其中, i 代表企业, t 代表年份; Ait 代表企业能力, 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TFP)、

工业总产出 (output)、 研发投入 ( rdexp) 和无形资产 ( intast); importit 代表企业

进口决策, 具体包括企业进口来源地数量 ( imn) 以及从出口潜力前 5 名

( imtop5)、 前 10 名 ( imtop10) 和发达国家 ( imdeveloped) 的进口额; icit -1 代表企

业进口能力; Ωit -1 代表企业层面一系列控制变量, γi 代表企业固定效应, ηindustry 、
ηdistrict 、 ηyear 分别代表行业、 地区、 年度效应; εit -1 代表随机扰动项。 为避免可能存

在的由于企业能力与进口行为相互影响导致的同步性问题, 本文参考 Bernard 和

Jensen (2004) [32] 、 易靖韬 (2009) [33] 的做法, 模型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采用滞

后一期的企业内外部因素数据 (后续计量方程同理)。
(二) 基准结果分析: 企业进口的意义

表 2 汇报了式 (15) 的估计结果, 第 (1)、 (2) 列呈现生产能力的回归结果,
第 (3)、 (4) 列呈现技术水平的回归结果①。 实证结果表明, 企业的进口能力与

下一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工业总产出、 无形资产, 以及当期的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正

相关关系。 其中, 全要素生产率和工业总产出的估计结果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 研发投入在 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无形资产在 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说明

我国企业进口存在显著的进口学习效应, 企业可以通过扩大进口实现自身生产能力

的提高和技术水平的进步。 具体而言, 企业的进口能力每提高 10%, 企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会提升 0. 44%, 工业总产值会提升 6. 14%。 从技术水平上看, 进口能力

每提高 10%, 会刺激企业研发投入增加 15. 59%, 无形资产增加 3. 67%。 对我国企

业而言, 扩大进口可获取更高的进口能力, 进口先进的技术可实现技术上的溢出效

应, 实现企业自身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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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受数据来源的限制, 本文采用 2005—2007 年的研发投入和 2001—2007 年的无形资产来测量企业技术

水平。



表 2　 进口能力与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生产能力 技术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 工业总产出 研发投入 无形资产

进口能力
　 　 0. 044∗∗∗ 　 　 0. 614∗∗∗ 　 　 1. 559∗∗ 　 　 0. 367∗

(0. 004) (0. 043) (0. 729) (0. 220)

资本密度
0. 001∗∗∗ -0. 000 0. 116∗∗ 0. 049∗∗∗

(0. 000) (0. 002) (0. 050) (0. 017)

企业规模
0. 042∗∗∗ 0. 517∗∗∗ 0. 610∗∗∗ 0. 111∗∗∗

(0. 000) (0. 004) (0. 060) (0. 021)

企业年龄
-0. 009∗∗∗ -0. 092∗∗∗ 0. 216 -0. 172
(0. 002) (0. 016) (0. 208) (0. 106)

常数项
1. 908∗∗∗ 5. 949∗∗∗ -1. 828∗ 6. 849∗∗∗

(0. 019) (0. 186) (1. 018) (0. 433)

企业属性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 地区 /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年份 (年) 2001—2013 2001—2013 2005—2007 2001—2007

观察值数量 216
 

212 205
 

566 14
 

890 32
 

621

注: 括号内为企业聚类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企业属性分

为国有企业属性和外资企业属性, 企业满足相应条件时取值为 1, 否则为 0; 因样本期限制, 研发投入的回归

没有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采用滞后一期数据。

(三) 基准结果分析: 企业进口的策略

表 3 汇报了式 (16) 的估计结果, 第 (1) 列结果表明, 进口能力更强的企业

倾向于在全球范围扩张其进口范围, 即选择从更多的国家 (地区) 进口, 提升进

口的扩展边际。 企业的进口能力每提高 10%, 其下一期进口来源地的数量会增加

20. 78%。 第 (2)、 (3) 列结果验证了企业进口能力与其在更高出口潜力国家 (地

区) 的进口决策之间的关系, 企业的进口能力每提高 10%, 其下一期在进口来源

地出口潜力前 5 名 (前 10 名) 的进口额会增加 52. 89% ( 50. 72%) , 这表明当

具有足够能力进行进口时 (如克服远距离运输、 贸易壁垒等固定成本压力) , 企

业会优先选择条件允许范围内最理想的进口来源地。 第 (4) 列结果进一步证明

了该选择的倾向性, 企业进口能力每增加 10%, 其下一期在发达国家的进口额

会增加 38. 94%, 这表明对我国企业而言, 进口来源地的出口潜力主要来源于发

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企业更倾向于从发达国家进口, 从而实现对自身能力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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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进口能力与企业的进口策略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进口来源地
数量

前 5 名来源地
进口额

前 10 名来源地
进口额

发达国家
进口额

进口能力
　 2. 078∗∗∗ 　 5. 289∗∗∗ 　 5. 072∗∗∗ 　 3. 894∗∗∗

(0. 055) (0. 164) (0. 154) (0. 166)

资本密度
-0. 003 -0. 023∗∗∗ -0. 015∗∗ -0. 009
(0. 002) (0. 008) (0. 007) (0. 007)

企业规模
0. 083∗∗∗ 0. 343∗∗∗ 0. 356∗∗∗ 0. 366∗∗∗

(0. 003) (0. 011) (0. 010) (0. 011)

企业年龄
-0. 004 -0. 045 -0. 075 -0. 171∗∗∗

(0. 015) (0. 062) (0. 053) (0. 054)

常数项
0. 668∗∗∗ 6. 036∗∗∗ 6. 477∗∗∗ 5. 735∗∗∗

(0. 144) (0. 645) (0. 550) (0. 433)

企业属性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 地区 /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年份 (年) 2001—2013 2001—2013 2001—2013 2001—2013

观察值数量 216
 

212 173
 

604 199
 

065 189
 

989

注: 括号内为企业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企业属性分为国有企
业属性和外资企业属性, 企业满足相应条件时取值为 1, 否则为 0。

(四) 稳健性检验

1.
 

变量测量的验证

本文对变量测量的噪音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口能力的测量基础是来源

地的出口潜力, 为检验本文出口潜力估计方法的可靠性, 本文设计计量方程如下:
epit = β0 + β1dgdppcit + β2distancei + β3Hi + β4UMi + β5LMi + εit

    (17)
其中, i 代表国家 (地区), t 代表年份, 被解释变量 epit 为来源地的出口潜力。

根据理论模型, 解释变量中包含发展水平、 贸易成本、 工资水平等变量, 具体包

括: (1) 进口来源地相对人均 GDP (dgdppcit) , 取进口来源地与中国人均 GDP 的

比值, 反映的是该来源地的相对消费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 (2) 地理距离

(distancei) , 数据来自法国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 (CEPII) 数据库, 可以反映国

际贸易过程中的固定运输成本和冰山运输成本; (3) 收入水平 (wage), 用虚拟变量

表示, 将来源地分为高收入 (Hi =1)、 中高收入 (UMi = 1)、 中低收入 (LMi = 1) 和低

收入 (Li =1)。 ε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为检验地理距离等不随时间改变的变量对进口来源地出口潜力的影响, 本文分

别使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和 OLS 模型进行估计, 表 4 汇报了回归结果。 可以

看到, 来源地发展水平与出口潜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地理距离的增加会

显著降低来源地的出口潜力; 低收入来源地因为生产成本较低具有相对较高的出口

潜力, 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 来源地出口潜力逐步下降。 上述结果说明, 本文

28

《国际贸易问题》 2023 年第 4 期



对出口潜力的测量方法符合理论模型的假设, 证明本文对企业进口能力的测量也是

稳健的。

表 4　 出口潜力与来源地性质
 

被解释变量
随机效应 OLS

出口潜力

相对人均 GDP 0. 636∗∗∗ 0. 337∗∗∗

(0. 048) (0. 082)

距离
-0. 473∗∗ -0. 582∗∗∗

(0. 207) (0. 066)

高收入
-1. 339∗∗∗ -1. 825∗∗∗

(0. 338) (0. 359)

中高收入
-1. 014∗∗∗ -0. 637∗∗

(0. 270) (0. 266)

中低收入
-0. 453∗∗∗ -0. 456∗

(0. 145) (0. 242)

常数项
-1. 201 0. 353
(1. 776) (0. 624)

观察值数量 562 562

注: 括号内为来源地聚类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2.
 

内生性

企业层面的变量可能因为存在不可观测的因素或变量测量偏误而导致计量模型

出现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 为尽可能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魏浩和张文

倩 (2022) [34] 的方法, 选取同年度同行业内除本企业外其他企业当年进口能力的

平均值作为本企业进口能力的工具变量 ( ic_ iv), 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2SLS) 检验进口与企业能力 (生产率) 和进口策略 (发达国家进口额) 的关系。
工具变量选取的依据在于, 同行业企业可能存在相似的进口策略集合, 其进口能力

之间存在相关性, 且企业当期的生产率和进口相关指标无法影响其同行业企业的历

史进口能力, 即说明该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 关于工具变量, 本文还进行了解释变

量内生性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结果表明, 核心解释变量进口能力是内生的, 工

具变量满足强相关条件。 表 5 汇报了 2SLS 检验的回归结果, 与基准结果一致, 说

明本文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3.

 

分行业回归

企业的进口行为与所处的行业特性高度相关, 通过进口获得的收益和进口决策

也可能受到行业因素的影响。 为了检验细分行业对总体结果稳健性的影响, 本文按

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2002) 的两位行业代码进行样本分组, 并以生产率 (TFP)
为被解释变量分组进行式 (15) 的回归, 回归结果显著的行业的结果均与进口可

以提升企业能力的基准结果一致。 其中, 以通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为代表的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的结果最为显著。 以上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企业的进口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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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是以寻求技术为主要导向, 且能够通过进口技术来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 说明本

文主要结论是稳健的①。

表 5　 工具变量 2SLS结果
 

被解释变量
(1) (2)

全要素生产率 发达国家进口额

工具变量 (进口能力) ic_iv ic_iv

进口能力
0. 330∗∗∗ 6. 998∗∗∗

(0. 037) (1. 401)

资本密度
0. 001∗∗∗ -0. 007

(0. 000) (0. 008)

企业规模
0. 040∗∗∗ 0. 338∗∗∗

(0. 001) (0. 016)

企业年龄
-0. 008∗∗∗ -0. 160∗∗∗

(0. 002) (0. 054)

企业属性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度 / 地区 /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年份 (年) 2001—2013 2001—2013

观察值数量 200
 

243 174
 

622

注: 括号内为企业聚类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企业属性分为国有企业属性和外资
企业属性, 企业满足相应条件时取值为 1, 否则为 0。

五、 进一步分析: 企业进口与出口表现

(一) 企业进口能力与出口表现

开放贸易条件下, 企业在世界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 通过从具有比较优势的国

家 (地区) 进口, 可降低总体生产成本并提升生产能力, 进而对企业出口竞争力

产生影响。 站在企业整体运营的角度, 本文进一步检验企业在最优进口策略条件下

实现的进口能力是否对其出口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 对于本期企业出口表现

(exportit ), 本 文 使 用 企 业 出 口 总 额 进 行 测 量, 并 进 一 步 按 照 Bernard 等

(2010b) [35] 、 Bernard (2011) [36] 的方法将其分解为出口目的地数量、 出口产品数

量、 出口覆盖率和出口产品—目的地组合平均出口额②。 本文分别将以上变量作为

被解释变量对滞后一期进口能力进行回归, 构建计量方程:
exportit = β0 + β1 icit -1 + αxΩit -1 + γi + ηindustry + ηdistrict + ηyear + εit -1 (18)

其中, 主要变量定义同式 (15)、 式 (16)。 相应结果汇报于表 6。 总体来说,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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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限于篇幅, 未展示分行业回归结果,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出口覆盖率=实际发生的出口产品—目的地组合数量 / (出口产品数量×出口目的地数量)



业进口可提升下一期出口表现, 企业进口能力每增加 10%, 下一期出口贸易额会增加

19. 80%。 其中, 扩大进口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表现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同步增加。 企业进口能力每增加 10%, 下一期出口目的地数量增加 9. 14%, 出口产品

数量增加 7. 89%, 而出口覆盖率会减少 4. 46%。 其原因可能在于企业通过吸收技术所

形成的新产品无法立即推广到全部出口市场, 但总体上企业的扩展边际与进口能力表

现为正相关关系。 集约边际方面, 企业进口能力每增加 10%, 下一期产品—目的地

平均出口额增加 6. 97%。 可见, 在企业持续经营的过程中, 企业进口先进技术有

利于提高产品生产能力, 实现从进口先进技术到企业生产率的有效转化。

表 6　 企业进口能力与出口规模

被解释变量

(1)

出口总额

(2) (3) (4) (5)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出口目的地数量 出口产品数量 出口覆盖率 平均出口额

进口能力
　 1. 980∗∗∗ 　 0. 914∗∗∗ 　 0. 789∗∗∗ 　 -0. 446∗∗∗ 　 0. 697∗∗∗

(0. 122) (0. 070) (0. 065) (0. 046) (0. 102)

资本密度
-0. 029∗∗∗ -0. 009∗∗∗ -0. 006∗∗ 0. 005∗∗ -0. 017∗∗∗

(0. 005) (0. 003) (0. 003) (0. 002) (0. 004)

企业规模
0. 338∗∗∗ 0. 113∗∗∗ 0. 094∗∗∗ -0. 054∗∗∗ 0. 184∗∗∗

(0. 008) (0. 004) (0. 004) (0. 003) (0. 007)

企业年龄
-0. 011 0. 001 0. 054∗∗ -0. 024∗ -0. 041
(0. 042) (0. 020) (0. 022) (0. 014) (0. 035)

常数项
6. 241∗∗∗ 0. 607∗∗∗ 0. 299 -0. 199 5. 525∗∗∗

(0. 433) (0. 176) (0. 249) (0. 147) (0. 408)
企业属性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 地区 /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年份 (年) 2001—2013 2001—2013 2001—2013 2001—2013 2001—2013

观察值数量 188
 

540 188
 

540 188
 

483 188
 

198 188
 

198

注: 括号内为企业聚类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企业属性分

为国有企业属性和外资企业属性, 企业满足相应条件时取值为 1, 否则为 0。

(二) 企业出口生存分析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中, 除了企业出口的规模, 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
即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能力也是考察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为更直观地

考察企业进口能力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本文采用企业生存分析中常用的 Cox 比

例风险模型进行估计 (Conconi
 

et
 

al. , 2016) [37] 。 首先, 本文将企业停止出口的行

为定义为事件退出 (out), 在特定年份里, 如果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则定义 out = 1,
否则 out = 0; 其次, 由于样本不包含 2001 年之前的企业数据, 本文删除 2001 年 out
= 0 的企业数据来解决左删失问题, 同样, 为解决无法确定 2013 年后企业是否继续

出口的右删失问题, 本文将 2013 年还在出口的企业 out 定义为 0; 最后, 定义企业

的出口持续时间为企业从开始出口到退出事件发生所经历的时间。
 

其中, 部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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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行为并不是连续的, 即两段出口行为之间存在不出口的时间间隔, 参考

Besedeš 和 Prusa (2006) [38] 的做法, 本文将每一段连续的出口行为视为相互独立

的数据处理。
为考察进口能力不同的企业生存时间的差异, 本文依据分位数将企业样本分为

低、 中、 高进口能力三组。 图 1 给出了按照企业进口能力分组不同子样本企业的 Ka-
plan-Meier 生存函数图。 可以看出, 进口能力中等和较高的企业累计持续出口概率随

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小, 但累计的退出率不超过 40%; 进口能力较低的企业市场退

出率要明显高于其他两组企业, 且出口持续时间达到约 10 年时全部退出出口市场。
中、 高进口能力的企业在出口持续时间上的表现差异不大, 但相比之下, 高进口能

力企业的出口生存概率更高, 该差异在长期的效应更为明显。 随着出口持续时间的

延长, 进口能力高的企业退出国际市场的概率越来越低, 证明企业经历了先进技术

进口和学习阶段后, 进口能力的提高转化为生产率的提升, 其产品国际竞争力也得

到了提高, 从而步入了进出口稳定增长的阶段。 由此说明, 进口能力越强, 企业在

出口市场竞争中的生存概率越高, 有利于企业在出口市场中的长期稳定发展。 在生

存函数图的基础上, 本文进行 COX 回归做进一步验证, 结果表示更高的进口能力

可显著降低企业在出口市场的退出概率, 与 K-M 生存函数图估计结果一致①。

图 1　 Kaplan-Meier生存函数估计量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建立以中间品采购为基础的进口贸易模型, 使用 2001—2013 年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等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我国企业扩大

进口的路径以及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机制。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 异质

性企业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根据自身进口能力的不同而采取差异化的进口策略,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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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企业会优先将进口能力配置给最具优势的来源地, 能力更强的企业会逐步扩

展自身的进口边际。 第二, 企业通过进口可以提高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改善企业

的资源配置效率。 我国企业的进口主要以技术寻求为导向, 即通过从出口潜力更高

的优势来源地进口来实现进口能力的提升, 该模式下企业的进口收益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 首先, 技术溢出效应为我国企业竞争力提升带来后发优势, 企业生产过程

中的学习效应可以实现技术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提升; 其次, 进口有利于激

励行业内的创新与竞争, 通过企业内部及行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优化实现企业乃至整

个行业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 企业进口扩张可促进出口竞争力提升, 从

而同步提高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 短期来看, 扩大进口具有稳定出口的作用, 进口

能力更强的企业面对市场竞争与外部环境冲击而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更低, 出口持

续时间更长; 长期来看, 进口能力强的企业通过 “干中学” 效应进一步实现生产

能力与技术水平向出口竞争力的转化, 其产品国际竞争力逐步提高, 实现了出口扩

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提升。
本文结论为企业选择合理进口策略和政府推动可持续进口战略实施提供了一定

的政策借鉴。 对企业而言, 采取技术导向的进口策略, 优先从所处行业具有优势的

来源地进口, 注重进口高质量资本品和中间品, 实现进口产品种类多元化, 有助于

企业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同时, 企业应注重提升自主创新水平, 建立完善的

“进口、 学习、 再创新” 发展模式, 准确识别并内化进口中有价值的先进技术, 实

现进口产品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化。 对政府而言,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扩大进口战

略的实施。 首先, 优化进口结构, 扩大关键商品进口。 重点支持信息技术、 高端设

备、 新能源材料等技术密集产业资本品的进口, 鼓励企业的引进学习与再创新, 推

动科技创新体系转变, 以便让更多企业参与到科技创新行列中。 其次, 拓展优化进

口布局, 完善更高层次开放水平的进口格局。 通过进一步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
扩大进口博览会规模等方式, 联通国内国际市场, 为企业提供更多优势资源和更广

的国际视野, 提高进口来源国家与地区的多样性。 最后,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改善

营商环境, 全面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全面落实自贸区战略, 优化进口贸易流

程, 完善相关公共服务。 一方面, 为国内进口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营商贸易环境; 另

一方面, 吸引更多国外优质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

全面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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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mport
 

Expansion
 

Approaches
 

and
 

Mechanisms
 

for
 

Chinese
 

Fi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
 

Heterogeneity
YI

 

Jingtao　 HUANG
 

Jinchao　 MENG
 

Shuang　 WANG
 

Yuehao
Abstract:

 

Expanding
 

imports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reducing
 

trade
 

frictions,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
ance

 

of
 

Chinese
 

firms.
 

Based
 

on
 

the
 

import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heterogeneous
 

firms,
 

this
 

paper
 

develops
 

proxies
 

for
 

a
 

destinations
 

exporting
 

potential
 

and
 

a
 

firms
 

importing
 

ca-
pacity

 

to
 

test
 

hypotheses,
 

and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using
 

databases
 

such
 

as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the
 

China
 

Customs
 

database
 

from
 

2001
 

to
 

2013
 

and
 

utilizing
 

the
 

fixed-effect
 

model
 

and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The
 

re-
sults

 

show
 

that
 

heterogeneous
 

firms
 

adjust
 

their
 

importing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ir
 

im-
porting

 

capacities
 

under
 

resource
 

constraints.
 

Firms
 

tend
 

to
 

choose
 

to
 

import
 

from
 

coun-
tries

 

(regions)
 

with
 

the
 

most
 

technological
 

or
 

cost
 

advantages,
 

and
 

firms
 

with
 

strong
 

ca-
pacity

 

gradually
 

expand
 

their
 

margins
 

of
 

imports.
 

In
 

addition,
 

the
 

importing
 

behavior
 

of
 

Chinese
 

firms
 

is
 

mainly
 

driven
 

by
 

technology-seeking
 

motivations,
 

and
 

importing
 

from
 

countries
 

(regions)
 

with
 

high
 

exporting
 

potential
 

helps
 

firms
 

leverage
 

their
 

latecomer
 

ad-
vantages

 

and
 

improv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Finally,
 

expanding
 

imports
 

helps
 

firms
 

stabilize
 

short-term
 

exports
 

and
 

enhance
 

long-term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here-
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firms
 

with
 

more
 

import
 

opportunities
 

through
 

in-
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uch
 

as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mport
 

Expo,
 

to
 

achieve
 

high-level
 

opening-up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Firm
 

Heterogeneity;
 

Importing
 

Capacities;
 

Import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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